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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前苏联解体到俄罗斯，尽管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变，但其民事检察制度却几经变化又回到了原点，最后

基本上保持了前苏联民事检察的原貌，其法律监督的基调仍然未变。深受前苏联监督基调影响的我国民事检察

制度的变革虽势在必行，但无论从宪政还是从理论正当性的角度来看，其法律监督的基调都不应该也不可能予

以改变。换言之，未来民事公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我国现行民事抗诉监督制度的必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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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民事检察制度深受前苏联模式的影

响，是建立在列宁法律监督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始

终以法律监督为基调。但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监督，

而忽视了民事公诉的职能。近年来，尽管立法没有

突破，但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改革，已经尝试由检

察机关就特定案件提起民事公诉，并且取得了一定

效果。但学界有人提出，前苏联检察长监督制度和

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是异化的检察权制度。

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分离是我国检察制度变革的

核心[1](147−152,219)，应当建立以公诉权为核心内容的

检察权制度。这样一来，容易使人想当然地将我国

民事公诉的再生，视为建立在监督基调基础之上的

现行民事抗诉监督的必然终结[2]。然而，前苏联巨

变解体后的俄罗斯，虽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而且也曾试图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又将其予以恢复，这一舍一取的

变化，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检察监

督基调。如此看来，我国民事检察的法律监督的基

调，无论从我国宪政还是从俄罗斯对前苏联的继承

参照来看，注定将长期不变。未来勃兴的我国民事

公诉，也将与民事抗诉监督长期共存。 
 

一、 俄罗斯对前苏联民事检察制度

的继承与改革 
 
前苏联检察机关是所有法律执行活动的“最高

监督者”①。它既有别于法国、英国等检察制度起源 

意义上的“国王的代理人”(或称国王的律师)，也有别

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体系中隶属于行

政权的“政府律师”[3](23, 250)。与“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

国家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不同的是，前

苏联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需要一个保证

法制统一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而苏维埃大会是国

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本身又没有能力去具体监督法律

的执行，于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结论，就

被列宁顺乎逻辑地得出了[4](77)。列宁指出：“检察长的

惟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

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

受任何地方的影响”[5]。针对当时计划经济所需的国家

干预，列宁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

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

是什么私人的东西。我们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

义……由此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扩大

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

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
去。”[6]他强调：“不要迎合欧洲，而应进一步加强国

家对‘私法关系’和民事案件的干预……不能放弃些微

可能来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涉。”[7] 
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国家检察

机关的性质、地位和职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的本质规律，在后

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的建设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的指导意义[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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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第九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前苏

联推行了包括制定民事诉讼法典在内的一系列司法

改革。1922 年《民事诉讼法典》明文规定通过检察

机关干预民事诉讼，从而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事检察

监督制度。《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诉讼的

一切阶段上，检察机关对诉讼的法律关系的主体的

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为排除诉讼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8]。1961 年前苏联各加

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29 条规定：“如果为

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以及公民的权利和法律所

保障的利益有必要时，检察长有权提起诉讼。” 
前苏联检察院于 1933 年成立，其影响范围遍及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担负着一般监督的职能，

负责刑事追诉，还具备在民事诉讼领域保护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能。1940 年

前苏联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案件中的工作”
的指示信指出，对于根据诉讼请求追索款额，为集

体农庄追索欠款，集体农民不纳税或不履行国家交

售义务，非法解雇员工，破坏住宅或以住宅投机或

恶意不履行租赁宅地义务，造成企业物质损失等案

件，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并参与诉讼。1979 年《检察

院组织法》的第 4 条规定：“检察机关对正确和统一

地适用法律实行监督，不照顾任何地方差别，也不

受任何地方和部门的影响。检察机关采取措施揭露

和及时消除任何违法行为，不论这些违法行为来自

何人，恢复被侵犯的权利，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可见，前苏联的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仍然

履行对国家法制实行最高法律监督的职责。不仅其

参加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而且检察长在诉讼上的

权利也很广泛[9]。根据前苏联法律的规定，检察长

提起民事诉讼时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而在参加已

经开始的民事诉讼中作为法律监督者。前苏联“检察

长在自己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既具有类似于原告的诉

讼地位，同时还要行使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即

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

重身份”[10]。前苏联的民事检察制度，自始至终都充

满了“法律监督”的基调。 
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检察权自始至终

都具有广义上的监督性，民事检察的监督职能并不是

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的专利。只不过，肇始于前苏

联的社会主义法律，往往将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为“维
护法制统一”和实行“最高监督”。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检

察机关并不将法律监督作为其主要职责，而是更加注

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其定位就是公诉机关，而非

狭义上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

同行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官或检察长们在民

事诉讼中就具有更为广泛的法律监督职责和权限。按

照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检察长在参加诉讼的同时，乃

是苏维埃国家的代表人和苏维埃法律的维护者。检察

长提起诉讼也好，在诉讼中提出意见也好，对法院判

决或裁定提出抗议也好，他参加审理民事案件的惟一

目的不是别的，正是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审判的任

务[11]。 
1991 年底前苏联解体，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

会主义共和国”(即前苏联)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或“俄
罗斯”。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独立地位受到

了强烈的质疑。一些激进的改革派主张按照西方的模

式重构俄罗斯的检察机关，即将其归入行政机关或审

判机关。俄罗斯联邦宪法在第七章《司法权》中以绝

大多数条款确认法院的法律地位，仅用 1 个条款的篇

幅确认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有学者据此认为，在

俄罗斯联邦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条件下，俄罗斯联邦

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有所下降，低于俄罗斯联邦法院

的法律地位[12]。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并不意味

着检察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它既不是立法权力机关，

也不是行政权力机关，而是一种特殊的名曰“护法机

关”的国家机关[13](141)。 
但不管如何，俄罗斯后来逐渐改正了以前否定检

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权力的不妥之处。1998 年俄联

邦对《检察法》最重要的修改就是，恢复了曾被 1992
年和 1995 年检察法取消了的检察机关对于遵守联邦

宪法的监督权。这种对检察机关监督权一舍一取的历

史变革，的确发人深省[4](23)。新颁布的《俄罗斯仲裁

法院组织法》也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权进

行监督，提出抗诉[14]。即便是 1995 年的《俄罗斯联

邦检察机关法》，也规定检察机关具有监督俄罗斯地域

上现行法令执行的任务。根据该法，检察长在行使自

己的监督职能时，如果发现某种行为违反法律，而法

院对此作出的判决却与法律相悖，则检察长有权对该

判决提出抗议并有权要求法院宣布该判决无效，从而

保护公民、社会、国家的利益和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在大多数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似

乎仍然是继续行使自己的一般监督职能[13](140−150)。 
俄罗斯现行《民事诉讼法典》仍然保留了前前苏

联 1964 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检察长参加民

事诉讼的规定，即：“如果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社

会利益，或保护公民权利及合法利益有必要，有权提

起诉讼或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参加诉讼。”[15] 
总之，前苏联解体后，尽管对俄罗斯联邦检察机

关的职能和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整，但就形式而言，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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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与前苏联解体前的检察机关的

检察权相比变化不大，基本上是一脉相承[16]，总体上

并没有改变其民事检察中的监督基调。 
 

二、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改革及其 
监督基调的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在彻底打碎国

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重建的。由于新中国与前苏联具

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观、相同的境遇和任

务，借鉴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和前苏联“老大哥”的检

察监督模式，就成为新中国检察制度建构中必然的历

史选择。因此，在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影响下，我国

建构了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隶属下的，惟一的专门行使法律

监督权的机关，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应当统一于法

律监督权。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是同一位阶的概念，

二者含义同一，并非各自另有定义的并列概念。此即

所谓的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4](66−68, 

80−85)，而所谓的法律监督多元论“既不符合我国宪法和

法律关于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也

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17]我国 1979 年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此规定于 1982 年被原封不动地写入

宪法，至今没有被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

同志，在 1979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草案的说明

中，明确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

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

是运用列宁这一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定

的。”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性质

是法律监督机关，而不是单纯的公诉机关[3](90−91)。 
我国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

组织条例》、1951 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

1954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57 年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等都规定，人民检察院

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民事案件，可以提起

诉讼。197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

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中还明确规定，检察机关

提起民事诉讼由同级人民法院受理。但 1979 年《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却废除了民事检察制度。1982 年，在

制定《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多次

讨论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问题。从初稿到试行

稿，该法共有七稿，前六稿都有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

民事诉讼的条款，其中第六稿规定得最为具体、详细

和全面。但遗憾的是，由于检察机关自身的原因，最

后删除了这些条款，只保留了一个原则性的条文[18]，

即所谓的检察监督原则：“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民

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就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1991 年

《民事诉讼法》仅在总则中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在

分则“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

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时，

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即现行的民事抗诉

监督制度。可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在总

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权，

但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职权——代表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民事公诉，未做任何规定。 
因而，我国的检察机关虽然享有国家法律监督机

关的地位，在民事诉讼中却局限于行使事后的抗诉监

督权。由于过分强调民事检察的法律监督基调，我国

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职能无形中被淹没殆尽。 
近年来，我国法律学界围绕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

的关系、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等问题，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的焦点，集中于检察机关在民事

诉讼中兼有民事诉讼当事人和专门法律监督者的“身
份重合”问题，进言之，即关于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

与现行《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的抗诉

监督权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质疑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基

调的观点，大致有以下两种：第一种认为，前苏联和

我国的检察权制度被湮灭于法律监督制度之中，是被

异化了的检察权制度。正如婴儿不能顶千斤力一样，

检察权这一下位的权力形式不能承受法律监督权这一

上位权力的职能。作为上位形式的法律监督权，只能

由最高权力机关自己行使或者由其成立专门机构行

使，即由人大常委会或内务司法委员会等行使，或者

通过权力机关之间制约关系予以实现。如果说，我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议行合一”模式下的法律

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存在其必然的政治、经济背景

及相关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处于发展

时期时，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重合则严重破坏了国

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妨碍了国家各项法律、权力的正

常统一实施[1](140,155)；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现行的

民事抗诉监督定位于监督法院审判行为、纠正错误的

生效裁判的做法，与国外检察机关基于公益代表的身

份参与民事诉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当取消现行的

民事抗诉监督制度，重新激活民事公诉制度，实现民

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2]。 
认为以检察机关对作为最高权力兼立法机关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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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无异于让婴儿去顶

千斤力，的确有一定道理。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联邦宪法》之所以将检察机关归入《司法权》一章，

按照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的话说，就是为

了限制或剥夺俄罗斯检察机关的某些权力，如立法动

议权、向宪法法院提出请求的权力等等[19]。但是其一，

在我国宪政体制没有改革之前，检察机关仍然是国家

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当然不能“违宪改

革”。《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至少在宪法没有修改之

前，不能以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来完全取代

现行的民事抗诉监督职能，否则就有违宪之嫌；其二，

正如前文所述，与“三权分立”国家中立法、司法、行

政权力分权制衡而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不同的是，“议行合一”的国家却需要一个保证法制统

一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即社会主义模式检察机关；

其三，正如前文所述，从前苏联到俄罗斯政治体制的

巨变中检察机关监督基调依然未变的历史事实中也可

以看出，即便是政治体制的改变，也未必引起一国民

事检察监督基调的当然改变。原因无他：首先，传统

的惯性并不是立法上的“急刹车”所能改变的；其次，

法律生命在于社会生活经验本身，而不在纯粹的逻辑

推演。因此，第一种质疑的观点，片面注重理论上的

逻辑推理，片面地以西方“三权分立”为范本，没有考

虑到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因而

并不可取。 
第二种质疑的观点主张以民事抗诉(监督)的终结

和民事公诉的再生来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检察制度。

虽然它并没有论证这种“终结”和“再生”之间到底有何

关联，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学界敏感的理论神经。

因为这种想当然的认识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即：

民事公诉既然可以让检察机关以当事人的身份起诉，

那么检察机关就理所当然地能够提起上诉审中的抗诉

和再审之诉中的所谓“事中的抗诉监督”，就不再需要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在自己未曾提起和参与的

民事诉讼案件中提起所谓“事后的抗诉监督”。也就是

说，民事公诉的再生必然导致现行民事抗诉(监督)②的
退出和终结。然而仔细斟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其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并没有改变，也

就是说我国民事检察的监督基调并没有改变，而且从

苏俄相关制度的变迁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监督基调在

相当长时期内注定不会改变。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

可能越过宪法而取消现行的民事抗诉监督；其二，检

察机关自始就具有监督的功能，这不是什么姓资姓社

的问题，大陆法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认可检察活

动具有法律监督的特性，这种非管理性的、程序性的

而非实体处分性的监督方式，正是现代法律监督制度

发展的产物[3](5−7)。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现行民事抗

诉监督制度没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将现行制度中实质

上无限制的抗诉监督改为有“事由、次数、期限”等限

制的，即有限制的抗诉监督，显然是有必要的。只不

过，不能想当然地从民事公诉的再生，得出民事抗诉

(监督)必然终结的结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

规定民事公诉制度，也就是说民事公诉至少在目前还

不具备法律上的依据，民事抗诉监督制度的改革也没

有见诸相关的立法变动。但从前前苏联到现行俄罗斯

联邦法律关于民事检察制度的改革变迁中，似乎可以

看到：我国民事检察的监督基调将长期不变，民事公

诉的再生并不意味着民事抗诉(监督)的终结。所以在

理论上，笔者比较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结论：未来我

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可以归纳为两种身份三种

方式：两种身份是“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和“法律监督

者”的身份，三种方式即“提起民事诉讼、参与民事诉

讼和提起抗诉监督”[20]。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提起民事

诉讼时的法律地位是相当于原告地位的民事公诉人，

在参与民事诉讼和提起抗诉监督时的法律地位应当是

监诉人。只不过，检察机关不能在同一案件中既是公

诉人又是监诉人，不能既是当事人又是监督者，否则

就会破坏民事诉讼中由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组成的“三
角结构”。 

 
注释： 

 

① 前苏联 1979 年《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根据《苏联宪

法》，前苏联检察长及其所属各级检察长对国家各部、各委员

会、企业事业单位、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和管理机关、集

体农庄、合作社组织、其他社会团体、公职人员以及公民是否

准确和统一地执行法律，实行最高监督。” 

②  这种审判程序监督或曰再审程序中的抗诉监督，又称“事后监

督”，以区别于检察机关以公诉人身份提起或参与诉讼中正常

审级(比如两审终审中的二审)中的“事中监督”。我国现行的民

事抗诉监督是典型的事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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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to Russia, its political system has undergone a change, but the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has been back to the original point, and its legal supervision tone remains unchanged. 
China’s civil prosecution system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oviet Union. Though the reform of China’s civil 
prosecution is inevitable, viewed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or the theoretical standpoint, its legal supervision 
keynote should not be changed. In a word, the arising of civil public prosecution doesn’t mean the end of current civil 
counterplea of prosec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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